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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在当前中国就业形势错综复杂

的背景下，灵活就业成为解决农民工民生问题的重要途

径。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零工经济，通过创造大

量灵活就业岗位，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职业流动的机会，

降低了失业率。然而，就业率提升并不代表就业质量提

升。从就业数量层面来看，农民工在这一流动过程中，

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增量”的同时，能否对其

就业质量起到相应的“提质”作用呢？相较于城镇籍劳

动力，农民工受限于数字鸿沟、自身人力资本水平以及

双重“户籍墙”，其岗位与技能的适配程度大多不高，就

业质量普遍偏低。而迅猛发展的数字经济同时为农民工

高质量就业带来了契机和挑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

渗透融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层面改变了劳动生产方

式，推动着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关系和协作模式步入新阶

段。一方面，数字经济催生了一大批新的就业形态和新

产业，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扩大了农民工就业创

业选择空间。这些岗位不受传统工作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农民工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能力进行选择。通过参与

零工经济，农民工能够快速进入市场，增加就业机会，

提高收入水平。且作为创新发展的有力支撑，数字经济

基础设施的加速构建能够提高信息传输效率，缓解劳动

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就业岗位信息和教育资源

更大范围的传播和普及，进而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使

其就业岗位与技能的匹配概率大幅提升。另一方面，零

工经济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数字技

能较为缺乏的农民工造成了较大挑战，使其就业质量可

能出现下行现象。同时，由于专用人力资本的不可转移

性特征，流动者的专用人力资本会随着职业转换而贬值

或丧失，进而对职业发展和劳动收入带来损失（Parsons，

1972）[1]。而且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零工经济带来的灵

活用工就业模式存在平台弱化从属劳动关系的风险。因

而，关于零工经济下跨产业职业流动是否会提升农民工

的就业质量问题仍然存在很大争议，有待理论与实证层

面的深入研究。

一、文献综述

（一）零工经济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

当前，学术界针对零工经济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

响研究，主要涵盖跨区域流动与跨产业流动两个维度。

空间分布上，中国零工经济呈现东西部发展失衡的

态势，新九大都市圈发展迅猛，而西部仅部分特色城镇

显现发展苗头，且城市等级越高，零工需求越旺盛（胡

雯，2024）[2]。另一方面，零工经济平台凭借高效精准的

匹配能力，保障了市场运行效率，不过这一优势的发挥

依赖庞大的劳动力规模（张传勇和蔡琪梦，2021）[3]。基

于集聚经济理论，大城市具备更高的劳动力与岗位匹配

效率，加之农民工求职常受信息不畅与搜寻成本高的制

约，使得大城市对农民工形成强大吸引力（Fan and Salas 

Garcia，2018）[4]。

在产业维度，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催生的

零工经济，虽为低技能农民工带来新的就业契机，但科

技革新引发的生产模式变革，致使制造业、建筑业等农

民工密集就业领域的中低技能岗位被智能机器逐步替代

（Lordan and Neumark，2018），加剧了农民工的失业与转

行压力（戚聿东等，2020）[5][6]。而零工经济在服务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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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外卖配送、快递物流等灵活就业岗位，因准入门槛

低、适应周期短、工作弹性大，与低技能农民工的就业

需求高度契合（Rodrik，2018），成为其转行再就业的主

要方向 [7]。

（二）零工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零工经济对农民工就业总量与结构的影响备受学界

与公众瞩目，然而针对零工经济下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研

究与评估却相对匮乏。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多维度概念，

就业质量的研究已从单一变量逐步向多维变量演进。

在就业质量的衡量指标中，收入水平作为核心表征

（杨超和张征宇，2022），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8]。但

零工经济对就业收入的影响存在分歧：一方面，其提供

灵活就业选项与多元收入渠道，延长劳动供给时长，产

生显著工资溢价效应（王宁和胡乐明，2022），助力劳动

者获取稳定高收入 [9]；另一方面，智能机器替代中低技能

岗位，迫使农民工流入低技能服务业，导致工资水平下滑

（Rodrik，2018）[7]。尤其我国农民工技能普遍偏低，集中

于易被机器替代的制造业、建筑业，虽个体收入或有提

升，却不利于家庭随迁与群体增收（李天成等，2022）[10]。

工作稳定性方面，学界观点不一。王子敏（2019）

基于技能偏向型视角，证实互联网使用可增强流动人口

就业稳定性 [11]；李敏等（2020）通过就业弹性测算，肯

定零工经济在就业保障上的积极作用，尤其在疫情期间

更为凸显 [12]。但韩文龙等（2020）指出，平台零工经济

等数字劳动模式加剧了就业不稳定性，这也是灵活就业

与正规就业的关键差异 [13]。

工作满意度层面，多数学者认为零工经济有助于提

升满意度。Fulvio 等（2019）基于多维度研究发现，互

联网技术可改善工作满意度 [14]；邓忠奇等（2021）指出

新兴职业从业者满意度较高 [15]；夏炎等（2018）与毛宇

飞等（2019）认为零工经济能改善工作环境、缩短工时、

提高报酬 [16][17]。不过也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模糊了工

作与生活界限，增加工作强度，反而降低就业质量。

也有少量学者从就业质量综合指标展开研究。但只

是从数字经济出发讨论数字零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

作用，如张广胜和王若男（2023）通过重塑工作特征与促

进机会公平两个独特机制验证 [18]；彭丽娜等（2023）通过

同乡聚集与密集劳动力市场两个重要途径考察 [19]。

二、影响路径

本文认为零工经济下农民工职业流动长远来看会降

低其就业质量。

在行业专用人力资本积累维度，传统零工所在的制

造业、建筑业等领域，技术壁垒较高，农民工可凭借长

期实践积累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实现人力资本的持

续增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三产业中的外卖配

送、网约车司机、快递投递等零工岗位，因进入门槛较

低且工作内容重复性强、技术含量低，难以支撑农民工

进行深层次的人力资本积累。更为严峻的是，这类岗位

面临着人工智能替代的高风险，这无疑对农民工就业质

量的长期稳定提升形成阻碍。

社会网络层面的差异同样显著。在传统零工行业，

农民工群体依托紧密的线下社会网络，能够在信息共享、

技能传承、情感交流及职业推荐等方面获得有力支持，

为职业流动与就业质量提升筑牢基础。反观新业态零工，

其依赖的线上社交网络在资源整合与情感联结方面存在

天然短板，难以满足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多元需求，致使

农民工在职业转换后，就业质量提升面临瓶颈。

职业晋升路径的变化也是关键因素。传统制造业、

建筑业具备清晰的职业晋升体系，激励着农民工通过能

力提升实现职业进阶，进而带动就业质量的改善。然而，

当农民工向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零工岗位流动时，由

于新领域的职业晋升空间有限，且晋升标准与传统行业

大相径庭，使得农民工原有的职业晋升优势难以延续，

最终导致就业质量下滑。

三、政策建议

在人力资本提升方面，政府需联合职业院校与企业，

构建针对农民工的“订单式”技能培训体系。针对传统

制造业、建筑业农民工，着重强化其技术专精能力，推

动向技术型产业工人转型；对从事新兴零工行业的农民

工，开展数字技能、人工智能应用等前沿课程培训，提

升其职业竞争力与抗替代性。同时，完善农民工继续教

育补贴政策，鼓励其主动参与技能学习，助力实现人力

资本增值。

优化社会网络层面，政府可搭建区域性农民工线下

交流服务平台，定期组织职业技能分享会、行业信息交

流会，促进农民工之间的经验传递与情感联结。在数字

领域，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完善农民工线上社交功能，

开发技能共享、职业推荐等社群模块，弥补线上社交网

络资源整合不足的短板，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社会

网络支持体系。

关于职业晋升，企业应借鉴传统行业经验，为零工

岗位制定明确的职业晋升路径与标准，设置从基础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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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管理岗位、技术专家的晋升通道，并配套相应的薪酬

激励机制。政府则需加强监管，推动企业落实职业晋升

制度，保障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权益。此外，鼓励企业与

行业协会合作，建立跨企业、跨行业的职业能力认证体

系，增强农民工职业晋升的通用性与认可度。

在政策支持上，建议进一步落实国家就业优先战略，

加大对吸纳农民工就业企业的税收优惠、社保补贴力度。

完善跨区域就业服务政策，打破户籍壁垒，推动社保、

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农民工跨区域流动的

后顾之忧。同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引导劳动密集型

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

降低农民工跨区域流动成本，促进区域就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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